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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重新界定行政协议的概念

和范围。行政协议的认定标准主要有主体标准说、目的标准说、内容标准说、职责标准说以及意思标准

说。关于行政协议的救济途径问题，该司法解释指出通过行政机关先行做出履行决定或书面决定后，在

法定期限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构建出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的救济途径。这一救济途径虽保证了

行政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相对平等，但仍需完善行政机关救济途径的相关程序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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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ulgat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several issues of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cases,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defines the concept of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and the scope of ad-
ministrative agreements. Th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of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mainly in-
clude the subject standard, the purpose standard, the content standard, the responsibility 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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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d and the meaning standard. As for the remedy way of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points out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 can apply to the court for compulsory ex-
ecution within the legal time limit after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 first makes the decision of per-
formance or written decision, so as to construct the remedy way of administrative organ in the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Although this remedy approach ensures the relative equality of both 
parties in the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it still needs to improve the relevant procedural provi-
sions of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y's remedy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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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 11 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重新

界定了行政协议的定义与范围。与之前的相关司法解释 1 相较，其重新定义了行政机关的目标，以及删

掉了“在法定职责范围内”这一限定标准。与此同时，根据该司法解释具体列举的行政协议的类型，有

助于司法实践中识别行政协议的范围。但具体而言，该司法解释并未清晰地界定行政协议的定义，以及

较为宽泛地列举了行政协议的范围，从而容易造成民事合同与行政协议混淆的困境。除此以外，该《规

定》完善了行政机关的救济程序，通过赋予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一途径，保证行政协议的履行，

平衡协议双方的利益，以达到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相对平等。 

2. 行政协议的背景 

2015 年《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在实证法层面首次肯定了“行政协议”的定义，并具体列举了行政

协议的范围，但是，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之间容易陷入混淆的窘境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据此，最高人民

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行政协议”的定义作出具体的界定。即行政协议涵盖五方面的要素：其一，主

体要素，即“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是行政协议的主体，其中行政主体必不可少”；其二，目的要素，

“即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是行政协议的目的”；其三，职责要素，即“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协

议必须是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的一种方式”；其四，内容要素，即“行政主体所签订的合同是

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其五，意思要素，即“签订行政协议须意思表示一致”。 
除此以外，该最新的司法解释虽重新界定了行政协议的定义与范围，但针对最新的司法解释第 1 条

以及第 2 条的规定，行政协议的概念界定过于模糊和宽泛，并扩大了行政协议的范围。与此同时，根据

其第 24 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按照行政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经催告后不履行，行政机关

可以作出要求其履行协议的书面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收到书面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且仍不履行，协议内容具有可执行性的，行政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换而言之，在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先行处理纠纷的合法性得以首次确定。简而言之，即行政机

关先行做出履行决定或书面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从而构建出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

的救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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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识别标准模糊扩张行政协议范围 

协议，又称之为“契约”，是指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所谓行政协议的范围，是指哪些协议应

当纳入行政协议的范畴，显而易见，以行政协议的概念为基础，继而才能界定行政协议范围。而传统上，

“合同”一词特指“民事合同”，但自 19 世纪末以来，合同概念开始运用于行政法领域中，并产生了行

政协议的概念[1]。但从比较法上来看，目前学界并未就统一行政协议的概念和认定标准。为此，有学者

认为，由于行政协议的认定标准较为模糊，需以立法的方式规定行政协议的识别标准。 

3.1. 主体标准说 

3.1.1. 域外借鉴 
英行政协议类似于英美国家的政府合同，抑或是日本的狭义行政契约。所谓的“英美国家的政府合

同”，只强调政府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必须是行政机关。而“日本的狭义行政契约”，是指基于“主体

标准”的前提下，强调行政契约是行政主体为一方签订的契约。而且，二者都兼具政府签订合同所具有

的公益性。 
然而，由于英美法系不区分公法与私法，无公法契约与私法契约的区别，适用政府合同的规则，仅

仅是为了保证联邦税款的公正使用，或是保证政府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商品和服务。因此，英美政府合同

的缔结或是履行，单单是有一些不同于普通民事合同的内容和要求。例如，对于政府合同形成过程中产

生的瑕疵，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有权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诉或向法院起诉。尤其是英国，强调对政府合同权

行使相关的司法审查，譬如：政府合同涉及公共采购纠纷，且涉及违反法定义务、政策或者涉嫌受贿等，

则可以启动司法审查。而日本则是基于主体标准，统一公法契约与私法契约，即行政契约是以私法契约

为基本结构的特殊契约。例如，行政契约中的采购合同，虽为私法上的契约，但由于该私法契约需要使

用公共财政，与公共利益有关，加之在签订程序上趋向行政程序。 

3.1.2. 国内立场 
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作为一方当事人所订立的协议。在行政协议订立与履行过程中，行政机关的身

份是国家权力机关。换而言之，行政机关在行使公权力时与公民、组织之间保持合作关系，选择一种契

约的方式，从而达到避免国家单方命令的目的。据此，我国有学者主张，区分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的标

准，是看一方合同当事人是否为行政机关，原则上只有行政机关才能成为行政协议的缔约主体[2]。除此

以外，有学者认为，行政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必须是行政机关，如果双方均不是行政机关，则不能构成行

政协议。据此，成立行政协议的标准之一，即具备优势地位的行政主体。换而言之，即凡立于上下秩序

之高权关系缔结的合同，均为行政合同。例如，在司法实践中，2017 年河南太康县案件(2017 最高法行

申 502 号)的判决也采取了该种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在该行政裁定书中指出，该案中所争议的征用土地合

同的各方主体均非行政机关，因此不符合行政协议的基本要素，故涉案征用土地合同不认定为行政协议。 
但是，不应当认定只要参与订立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为行政机关，则其签订的协议都认为是行政协议。

原因如下：其一，当行政机关参与相关的民事活动时，则与另一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是平等的民事主体

关系。譬如，行政机关在采购办公用品、签订用工合同、购买食品等过程中，并非处于行政管理者的地

位，而是与其平等相同的法律地位参与民事活动，并未有行政优益权，因此，二者之间只是缔结了民事

合同，而非行政协议。因此，行政机关参与订立的合同，并非都属于行政协议。 

 

 

12015 年 4 月 22 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1 条第 1 款规定：“行政机

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

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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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目的标准说 

在法国，主要以“公共利益标准”作为认定行政协议的标准。基于这一原因，法国法主张，作为契

约主体一方的行政机关享有相对强势地片面变更甚至解除契约的权利，这也是法国行政契约法制的重要

特征之一[3]。法国法支持“公共服务”说，即只要出于为公共服务目的而订立的协议，皆为行政协议。

无独有偶，德国主流观点认为，行政协议本质上就是民事合同，但略有不同的是必须要有公共性的考量，

即要考虑公益性的问题。 
反观我国，有学者认为，行政协议的识别标准之一，即协议的缔结目的是否为了公共利益目。换而

言之，只有行政机关为了公共利益目的订立的协议才是行政协议，而行政机关为了自身需要而签订的协

议则不属于行政协议。在判断行政协议是否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订立时，只要协议中出现行政机关享有行

政优益权的条款，多数就可以推定其具有公共利益目的[4]。与此同时，另有学者认为行政协议订立过程

中，应处于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目的。 

3.3. 权利义务内容标准说 

在根据《规定》第 1 条之规定，行政协议是“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所谓行政法

上的权利义务内容，既包括协议中行政主体所享有的行政职权，也包括协议中公民所享有的公法性权

利，换言之，普通民事主体依法无权自由处分的公法性权利或是权力皆构成“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内

容”[5]。 
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在相关案件中也支持该观点，例如：2017 年张良荣案件(2017

最高法行申 4954 号)中，最高院法官在论证涉案协议的属性时，指明“涉案协议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的办理以及公民对诉讼权利的处分等内容”。因此，由于本案中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办理属

于行使行政职权的一种外化表现形式，普通民事主体无权处分，故涉案协议属于行政协议。 

3.4. 职责标准说 

职责标准说的主要内容是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协议的行为，是行使其职权、或是履行其职责的一种外

在表现。例如：2016 年重庆秦皇建材有限公司案件(2016 最高法行申 947 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本

案中，因实施万州长江三桥南桥头建设涉及公共利益需要，万州区政府批准收回秦皇建材公司国有土地

使用权，具有法定职权和法定理由。”因此，认定案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 

3.5. 意思标准说 

意思标准说，即行政协议，是行政主体与协议相对人意思表示一致而缔结的协议。根据当前的司法

实践来看，“缔结协议”不仅仅是事实层面的协商行为，而意指法律层面的“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譬

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指出，“意思要素是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签订行政协议必须经过协

商，意思表示一致。”因此，意思表示一致，是认定行政协议的一项重要标准。 

4. 行政协议范围扩张后的困境 

行政协议范围扩张后，容易陷入诸多困境。譬如，行政协议范围的扩张不利于解决纠纷；部分有名

协议并未超出民事合同的范畴；行政协议范围的扩张不符合行政协议的目的等。 

4.1. 行政协议范围的扩张不利于解决纠纷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12 条之规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仅限于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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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而言之，行政机关不能对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与此同时，2019 年新司法解释关于行政协议的受

案范围，也仅限于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提起诉讼。换而言之，该最高院司法解释也采取该立场，行政

机关不能对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限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且，行

政机关不得就行政协议提起反诉。因此，当行政机关违反行政协议的相关约定时，行政相对人可以以行

政诉讼的方式主张其行政协议所约定的权利，但反之，若行政相对人违反协议，则行政机关难以通过行

政诉讼程序进行救济。因此，2019 年新司法解释扩大了的行政协议的范围，也加深了不利于解决行政机

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纠纷的困境。 

4.2. 部分有名协议并未超出民事合同的范畴 

所谓民事合同，是指平等主体之间订立的有关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其遵循私法自治原则。而

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所缔结的协议，其遵循依法行政原则。根据 2019 年新司法解释对

于有名行政协议的界定，其主要包括：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矿业权等

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协议等行政协议。该解释列举的部分有名协议，如“矿业权等国有自然资源使

用权出让协议”，“政府投资的保障性住房的租赁、买卖等协议”，性质上属于民事合同，换而言之，

并未超出民事合同的范畴。行政协议，追根溯源，是行政机关履行其职责的一种表现形式，并非普通的

民事行为(市场行为)，应明确限定其适用范围，不能扩张涵盖民事合同的范畴。 

5. 行政机关救济程序之完善 

关于行政协议的救济途径问题，该司法解释指出通过行政机关先行做出履行决定或书面决定后，在

法定期限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构建出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的救济途径。这一救济途径虽保证了

行政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相对平等，但仍需完善行政机关救济途径的相关程序性规定。 

5.1. 行政机关救济途径的立法现状 

根据 2019 年出台的新司法解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按照行政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经催告后

不履行，行政机关可以作出要求其履行协议的书面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收到书面决定后在法

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且仍不履行，协议内容具有可执行性的，行政机关可以向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是首次确定了在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先行处理纠纷的合法性，通过行政机

关先行催告，继而作出相关的履行协议的书面决定，以及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构建

出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的救济途径。 
然而，该司法解释未具体规定行政机关行使该救济手段时应遵循的程序性规定。相关程序性规定的

缺乏，容易导致该解释第 24 条在行政协议履行中被行政机关所滥用。 

5.2. 域外纠纷解决模式 

在法国，大多数学者认为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作出的一种行政行为，故为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行

政机关具有某些行政协议方面的权力，譬如：代表当事人履行协议以及终止合同。为此，在法国，侧重

于行政协议行政性的属性，为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对于相关行政协议的纠纷，行政机关甚至可直接强

制执行该协议。而德国较为侧重于行政协议的契约性，因此，行政机关是否能直接强制执行行政协议，

取决于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协议缔约过程中，是否就直接强制执行协议意思表示一致。除此以

外，行政机关直接强制执行行政协议过程中，行政相对人若对此有异议，则可提起相关诉讼。总而言之，

法国与德国都以“行政机关直接强制执行行政协议的方式”以获得相应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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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行政机关救济程序的完善措施 

首先，完善事前告知程序，是行政机关救济程序中的重要环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

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24 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按照行政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经

催告后不履行，行政机关可以作出要求其履行协议的书面决定。因此，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行

政协议前，应向行政相对人具体说明行政相对人不履行协议内容的事实依据及其法律后果，通过其的事

先告知，督促行政相对人及时履行义务，同时使后续的申请强制执行行为合理化。关于事前告知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若告知的对象是不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则可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 
其次，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前，应引入听证程序。由于强制执行的特殊性，其极容易影响

相对人的利益乃至公共利益，而听证程序可以维护行政相对人的相关合法权益或是公共利益。除此以外，

通过听证程序，行政机关充分知晓行政相对人的相关意见，从而全面了解行政协议难以履行的原因，譬

如：行政相对人履行不能，亦或是行政协议存在履行困难等问题，从而有利于行政机关高效及时地解决

行政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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